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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继承法》修正，是契合社会发展、观念变迁、继承需求和道义判断的必然选择。应通过科学、

严谨、系统、完备的体系设计，实现制度改革与理论创新———彰显继承宗旨、拓展遗产范围，丰富遗嘱形式、拓
宽遗嘱继承渠道，增加继承顺序、完善遗产酌分请求权，规制遗产份额的剥夺、增加继承扶养协议，完善遗产管
理制度、规范遗产清偿顺序。彰显继承法的价值观照，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兼顾，伦理关怀与资源配置的
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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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是历史范畴。从初民社会的血族继承到封建社会的宗亲继承，再到现当代社会的近亲属继
承，演绎着继承制度由身份向人格的位移。从男性优于女性的继承立法到男女两性平等的继承立法，彰
显着继承制度由性别排挤向性别平等的努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简称《继承法》) 的制定到
《继承法》的修正，承载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继承法的价值追求与道德判断，孕育着体系建构温床与制度
改革基础。正所谓:“法制者，道德之显尔; 道德者，法制之隐尔”。①

一、继承法的体系设计

继承法的体系设计，围绕着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效力区分关系而渐次展开，是继承法的制度修正

与价值观照的基点。实施了近 30 年的《继承法》，超越了传统继承法的固有特质———重法定继承、轻遗
嘱继承，建构了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并重的制度体系，体现出对本土继承文化的价值尊重，展现出解决

具体问题的立法情怀。
伴随《继承法》的修正，《继承法》的体系设计面临多元价值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

草案建议稿》( 简称《建议稿》) ，②以“制度衔接紧密、规范相互辅助、内容紧密融合”为体系建构目标，将
《继承法》界定为五章制: 总则、遗嘱、法定继承、遗产的处理、附则，计 94 条。将遗嘱置于法定继承之
前，基于以下动议: 一是观念昭示。既要彰显私权保护和守望意思自治的理念，为遗产继承提供充分依
据; 也要鼓励民众通过遗嘱，“安排遗产归属，避免出现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以起到法律的引
导示范作用。”③二是效力把握。在传统继承法中，法定继承是常态，遗嘱继承属非常态。即便是有限的
遗嘱继承的效力认定，也以法定继承的效力规则为制度内涵，故传统继承法的体系建构以法定继承为核

心。及至近现代，传统继承法的体系格局遭遇继承观念变迁的冲击———法律尊重和保护被继承人的意
志自由，法定继承的适用受遗嘱继承的限制，即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按照自然法学派的主张，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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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于法定继承的规定，可被视为法律在通常情况下对被继承人处分遗产的一般意思推定，是无遗嘱继

承时的补充。④三是体例借鉴。基于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的立法通例，《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
典》、《纽约州民法典》均将遗嘱置于法定继承之前。《继承法》的修正及《民法典·继承编》新架构的确
立，呼唤继承法体系建构的适用性、严谨性与科学性，故采用立法通例，有助于实现遗嘱效力，进而实现
被继承人真意处分遗产的愿望。四是制度衔接。法定继承作为无遗嘱继承的方式抑或补充，具有与遗
嘱继承并行不悖的功能———协调个人、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将遗嘱与法定继承进行次序安排，既利于继
承效力的判断、继承方式的选择，也利于实现对被继承人意志的拟制与抑制。

二、继承法的制度修正

《继承法》修正，重在制度改革。继承法的制度改革，重在突破《继承法》的掣肘———总则零乱、遗嘱
弱化、法定继承薄弱、遗产处理欠缺; 意在实现《继承法》的体系化设计、制度化追求及理论化创新。《建
议稿》发扬继承立法传统，对相关制度进行了改革与突破，有助于《继承法》的制度完善。
( 一) 总则:兼顾传统与现实需要

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的明显改观，财富观念与继承伦理的渐趋多元，使

继承关系渐呈如下特征: 继承客体表现为种类繁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继承关系面临继承人及其与

他人之间的利益协调。总则作为《继承法》的理念之基，具有引导与昭示、规范与警示的功能。故在保
留《继承法》切实可行的既有规定外，还应规制继承原则、界定遗产范围，以应对时代变迁与继承需要。

1. 明确继承原则，彰显继承宗旨。关于《继承法》基本原则，学界素有争论。产生争论的原因，在于
“继承法中并没有明确标明，因此学者中对继承法有几条基本原则的认识不完全一致。”⑤为强化继承法
的功能与宗旨，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将内蕴于《继承法》诸规范中的继承精神，以“继承的原则”加以规
制———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互谅互让、和睦团结，权利义务相一
致，⑥在于为继承行为“立法”。因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⑦合法的继承行为，
即“真正自由的道德行为就是出于自觉、自愿，具有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统一、意志和理智统一的
特征。”⑧

2. 拓展遗产范围，界定特殊规则。遗产范围是继承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反映。遗产范围界定，主要
有排除式、列举式和例示式三种立法例，《继承法》采例示式。为准确界定遗产范围，《继承法》应采例示
加排除的立法模式，既有对遗产的概括表述———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还有‘被继
承人的其他财产权益’这样的兜底条款，对不属于遗产范围的，作了概括式排除，就立法技术而言比较
完整。”⑨为顺应财产形态的更新与转化，《继承法》应适度延展遗产范围，将被继承人享有的人格权衍生
的财产利益、互联网中的虚拟财产等纳入遗产范围。囿于人格的独立性、亲属身份的法定性以及遗产的
财产性、特定性、合法性、时间性的限制，被继承人的专属性权利和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权利不属于遗
产; 涉及被继承人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互联网络虚拟财产不属于遗产。瑏瑠 为顺应民众的风俗习惯，《继
承法》应规制特殊遗产的继承规则: 遗体、骨灰、灵牌、墓地等特殊遗产的继承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无遗
嘱的，由继承人协商处理; 协商不成的，依习惯; 无习惯的，可在继承人中合理确定管理人，而不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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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瑏瑡 关于此类遗产，《民国民律草案》继承编第 1415 条曾有规定———在公告期满后，除所继人之祖宗
神主、祭具、坟墓、家谱及其他有宗祧之设置，交由法定宗亲、女系之异姓亲属保管外，其余财产归属国
库，他人不得主张权利;《日本民法典》第 897 条、《韩国民法典》第 1008c 条也有相应规定。规定的基点
在于遗体、骨灰、灵牌、墓地等原则上为非融通物，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瑏瑢 虽“可以成为继承人继承
的客体，但它只具有精神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瑏瑣为尊重民众聚族而居、同居共财的习惯，兼顾共同继
承中的继承公平，借鉴相关立法例，《继承法》应增加遗产的归入与扣除制度。归扣属各国继承立法的
通例，共性规则有:“第一，归扣须以共同继承人的存在为前提且共同继承人中有人受有生前赠与。第
二，是否应予以归扣及归扣的具体方法，以被继承人的意思为准。第三，归扣义务人及权利人，原则上限
于共同继承人之间。放弃继承权的人和遗产债权人及受赠人无请求归扣之权利。第四，归扣的财产范
围多数国家规定为生前赠与。第五，赠与物价额超过受赠人之应继份部分，除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特留
份以外，无须再返还。”瑏瑤《建议稿》第 9 条有关归扣的制度设计，重在解决本土的实际问题，在充分考虑
归扣并非全国通行习俗的背景下，基于对被继承人意愿的尊重以及对各地风俗习惯的呼应，将归扣的适

用前提界定为“属于提前处分遗产的”情形，而非受赠人之“应继份”，使归扣成为继承法中的特例，有助
于实现共同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继承公平。上述有关遗产范围的界定，既体现出法制理念、民俗观
念，也显现出“国家领域的正义、公共领域的自治、市场领域的有序和公平、私人领域的节制和得当”。瑏瑥

( 二) 遗嘱:顺应民意与情感期待

遗嘱的设立与效力，表明“个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的安排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重要的是同时承
认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和影响个人自由的程度和范围的社会因素的力量。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瑏瑦为实现遗嘱自由，确保遗嘱制度的体系化、适用化与科学
化，遗嘱制度应予完善。

1. 丰富遗嘱形式，为当事人设立遗嘱提供便利。遗嘱形式乃遗嘱人表述遗嘱意思的法定方式。遗
嘱的法定方式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一是严格立法模式。即一些国家为防止伪造、篡改遗嘱行为的发生，
在继承法中规定较少的遗嘱方式，以加强遗嘱形式的管理。二是宽泛立法模式。即一些国家为方便民
众立遗嘱的便利，在继承法中规定了较多的遗嘱方式。遗嘱形式多元，是社会生活丰富化的要求，也是
遗嘱人个人特质与权利行使的表现。究其本质，“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用必然性来改变偶然性从
而选择实现某种可能性的活动，也就是任意选择可能性的行为或任意改变偶然性的行为。”瑏瑧为此，《继
承法》应在原有遗嘱形式规制的基础上，增加打印遗嘱、电子数据遗嘱、录像遗嘱、密封遗嘱。同时，规
制遗嘱设立的要件与程序; 改变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位阶，构建多种遗嘱形式效力平行的格局。故遗嘱
形式多元，有助于促进遗嘱继承制度的发展，保障民众利用遗嘱形式处分财产的权利，实现意思自治。

2. 拓宽遗嘱继承渠道，为当事人遗嘱愿望的满足提供选择路径。遗嘱继承意在意志自由与利益衡
平。意志自由通过遗嘱形式得以展现; 利益衡平通过制度设计得以实现。为达致意志自由与利益衡平，
继承法应结合传统与现实，弥补立法空白，充实继承机制，提供选择路径，满足继承愿望:

一是增加夫妻共同遗嘱。夫妻共同遗嘱属狭义的共同遗嘱，即夫妻在同一遗嘱证书上共同所立的
遗嘱。夫妻共同遗嘱源于中世纪西欧德、法等国的习惯法，在 14、15 世纪的欧洲较流行。近代以来，各
国继承法关于夫妻共同遗嘱主要有明文禁止、不加规制、赋予效力三种立法例。《继承法》没有规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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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共同遗嘱，但在实际生活中，确有一些夫妻合立遗嘱并且办理遗嘱公证。确立夫妻共同遗嘱，符合夫
妻处分共同财产的习惯，吻合民众采取的婚后所得共有制的财产形式; 是遗嘱自由的体现，也是遗嘱人

对初始遗嘱真意终局确定的效力遵守。《继承法》须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2265 － 2272 条、第 2280 条、
《越南民法典》第 663 条的规定，结合我国夫妻同居共财的现实，将夫妻共同遗嘱规制为三类: 相互的共
同遗嘱、相关的共同遗嘱和为第三人设立的共同遗嘱。瑏瑨 其效力以配偶一方死亡前婚姻关系存续为前
提。相互的共同遗嘱，自遗嘱人一方死亡时，其内容部分生效，部分失效; 相关的共同遗嘱，自遗嘱人一
方死亡时，其内容部分生效，另一部分则依然处于保持发生效力的状态; 为第三人设立的共同遗嘱，自遗

嘱人双方均死亡时生效。
二是增加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为避免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继承开始时缺位，致遗产成为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实现遗产在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之间的所有与分配，基于遗嘱自由，
《继承法》应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2096 － 2098 条、《法国民法典》第 894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688、689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2281 － 2285 条、《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928 条、第 930 条，增加规定: 允许遗嘱人
指定替补继承人和替补受遗赠人。即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丧失继承权或受遗赠时，由替
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承受相应的遗产。继承人可以相互指定对方为替补继承人。瑏瑩 替补继承、替补
受遗赠制度的增加，将更为周密的实现遗嘱人的意愿，完善遗嘱制度，丰富遗嘱理论。
三是增加后位继承。后位继承也称次位继承，即因遗嘱中所规定的某种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

由某遗嘱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又移转给其他继承人承受。在后位继承法律关系中，被指定首先承受遗
嘱人遗产的继承人叫前位继承人; 其后从前位继承人处取得遗产的继承人叫后位继承人或叫次位继承

人。后位继承人只有在遗嘱中所规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时，才能从前位继承人处取得财产。
在此之前，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后位继承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受托人制度。根据当时罗
马法的传统，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作为受托人在取得遗产后，应按照遗嘱的规定负有在某种条件成就或期

限到来时，将所承受的遗产转移给其他继承人的义务。瑐瑠 后位继承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立法例。《继承
法》应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2100 － 2101 条、《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930 条、第 936 条规定，结合现实需
要和民众习惯，规范后位继承关系，明确后位继承人的选择、前位继承人与后位继承人的推定、前位继承
人的权利与义务、后位继承人的遗产取得、后位继承的消灭。后位继承的优势: 遗嘱人可以指定后位继
承人按照一定的条件或期限取得前位继承人已经继承的遗产。遗嘱人未规定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条件
的，遗产在前位继承人死亡时归属于后位继承人。后位继承人可以是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的人。后位
继承人只能指定一次。后位遗赠准用后位继承的规定。瑐瑡 后位继承的特质: 前位继承人对遗产有使用、
收益的权利。对正常使用引起的遗产损耗不负责任。前位继承人对遗产的处分，损害后位继承遗产的
价值或者使后位继承无法实现的，不生效力。造成损害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前位继承人负担对遗产
进行保养维护的必要费用。瑐瑢 承认后位继承的效力，就是遵循以对个人意志的尊重为优先的价值取向。
私法秩序由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意思来安排，体现出主体的自由性和法的个人本位特点。禁止后位继承
发生效力则体现出国家意志对私法秩序的干预，表现为法的社会本位。
上述遗嘱继承渠道的拓展，意味着遗嘱人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

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必然性就愈大
……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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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瑐瑣

( 三) 法定继承:意志推定与时代要求

法定继承是无遗嘱继承时调整继承关系的既定规则。该规则在于为继承主体赋权，以实现继承自
由。“个人的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 ( 1) 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
个人自由; ( 2) 运用个人自由来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瑐瑤法
定继承乃意志推定与时代要求的产物。

1. 增加继承顺序，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法定继承顺序决定着法定继承人参加继承的先后次序，具
有法定性、强行性、排他性与限定性。其立法例有“亲属继承无限制主义”和“亲属继承限制主义”，瑐瑥

《继承法》属亲属继承限制主义，且继承人范围较窄、继承顺序较少。继承立法确定法定继承顺序的依
据有: 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亲属关系的远近; 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相互扶养关系的亲疏; 民族传统

与习俗。瑐瑦 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为贯彻养老育幼原则，避
免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继承法》应在原有两个继承顺序的基础上，将四代以内的其他直系或
者旁系血亲增加为第三顺序继承人，以发挥遗产的扶弱济困功能。同时，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1933
条，对继承人进行解释，以便把特定情形下的配偶排除于继承人的范围。即“因生存配偶的过错，被继
承人已申请离婚或已经同意离婚，并具备离婚的实质要件的，该配偶不属于继承人范围。”瑐瑧配偶的过
错，依据《婚姻法》第 32 条加以判断。立法目的是基于夫妻双方相互忠诚与扶助的婚姻实质，推定死亡
配偶的意志，并在继承领域弥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不能，追求继承的实质正义。

2. 完善遗产酌分请求权，顺应扶养关系的多重需要。遗产酌分请求权是《继承法》的特色，是法定
继承中的独立权利。遗产酌分请求权“是特定的权利主体对抗特定的义务主体的权利，即对人权，而并
非对世权……酌分权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并非物权，而应属债权。这种债权因法律规定的特定事由的存
在而发生，故应为法定债权。又因其以被继承人的遗产为客体，又可称遗产债权。”瑐瑨遗产酌分请求权具
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保护请求权的权能。为完善遗产酌分请求权，《继承法》应补充规定:“被收
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分得生父母

的适当的遗产。”瑐瑩该规定推定了被继承人的生前意志，贯彻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维护了养老育
幼、照顾病残的传统风尚，有助于“保护和促进人的基本能力和人格的健全发展。在此基础上，培养实
现公共生活道德实践的公民美德与‘公民风范’。这是公民彼此相互合作与关爱，同时具有个人自由的
品质。”瑑瑠

3. 规范遗产份额的剥夺，顺应继承关系的道义追求。继承关系的实质是利益。衡平利益、推己及
人是继承法的宗旨之一。“在传统社会，推己及人主要适用于五伦关系或扩大的亲缘关系。而超越五
伦关系之外，推己及人就需要主体具有更强的道德意识。”瑑瑡而“在现代社会中，推己及人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以‘我’为中心、以同类意识为基础的道德思维方式。”瑑瑢即推己及人有两方面内涵: 消极的方面是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积极方面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围绕遗产继承，须从限制个体
行为和主动实施行为两方面实践推己及人的原则。为此，《继承法》应规定:“故意隐匿、侵吞遗产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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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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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其他继承人宽恕，剥夺该继承人对此遗产继承的份额”。瑑瑣 即剥夺的继承权仅以继承人隐匿、侵吞部
分的遗产为限，不涉及其他遗产。如果其他继承人表示宽恕，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愿。因为，“每个人
应得到的东西被普遍认为是正义的，而一个人得到他不应得的善或遭受不应得的恶则被视为不正义的。
失信于人、违背诺言或令他人因我们自身的行为而产生的期望落空均是公认的不正义现象。”瑑瑤

( 四) 遗产处理:制度完善与权益维护

遗产处理是《继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制度体系的薄弱与制度建构的欠缺，制约了继承秩序
的稳定，影响了继承利益的维护。为达致遗产处理的有序与公正，须建构完善的遗产处理制度，实现遗
产处理立法的严谨与完备。正如罗尔斯所述: “一个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出这些
规则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种框架。当这些规则是正义的时，它们就建立了合
法期望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以及当他们的期望没有实现时就可以直接提出反对的基础。
如果这些要求的基础不可靠，那么人的自由的领域就同样不可靠。”瑑瑥

1. 增加继承扶养协议，应对赡老扶弱的社会需要。人口老龄化加剧，使老人赡养问题愈发突出。
《继承法》第 31 条虽有遗赠扶养协议规定，但却不能解决老人赡养的多层次需要。为协调亲子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实现亲子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继承法》需进行制度拓展:“被继承人可以与继承人订立继
承扶养协议，由继承人承担比法定扶养义务更高的扶养义务，并继承约定的遗产。违反继承扶养协议的
继承人，除符合丧失继承权的条件外，仍享有法定继承权。本法未规定的，继承扶养协议准用遗赠扶养
协议的相关规定。”瑑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坚守与道义情怀。规
制继承扶养协议，既可拓宽老人赡养的制度渠道，又可实践亲子关系的意思自治与责任承担。在继承立
法例中，尽管《德国民法典》第 1941 条、《瑞士民法典》第 494 条有关于继承契约的规定，但其继承契约
的内涵却有所不同。《继承法》修正可不使用继承契约的概念，但却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设计形成有
关继承契约的制度结构———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扶养协议和夫妻共同遗嘱的并存与补充，以实现遗产处
理的制度化、严谨化与实效化。

2. 完善遗产管理制度，回应遗产处理的现实需要。被继承人死亡后，其不能再对遗产进行管理，遗
产随时面临被侵吞与损坏的危险，妥善保管遗产是公平保护被继承人、受遗赠人及利害关系人的首要措
施。瑑瑧 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原则有行政主义原则、请求主义原则、法定主义原则。《继承法》应采法定主
义原则。瑑瑨《继承法》第 24 条虽规定了遗产的保管，但遗产的管理尚属缺位。为此，《继承法》应“区分遗
产的临时保管和遗产管理”，设置遗产管理机制: 明确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与指定; 规定共同遗产管理人
的确认; 明晰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规制遗产管理人的辞任和解任。瑑瑩 因为，“遗产管理并非听从遗产管理
人的任性，而是要遵循相应的遗产管理程序，并要接受法律的规制，以实现国家对个人的责任。而对个
人的责任，就是创建严谨且完备的遗产管理制度，确保遗产管理的合法有序，充分维护继承人的权益。瑒瑠

3. 规制遗产清偿顺序，满足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的实践需要。遗产清偿顺序，即依据债权的性质
所确定的偿还债务的先后次序。当债权人仅为一人，或债权人虽为数人，但被继承人的遗产足够清偿全
部债务时，债务清偿的顺序并不重要。如果债权人为数人，且被继承人的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
债务清偿的顺序必须明确，以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并确保债务的清偿公平合理。瑒瑡 《继承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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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遗产的清偿顺序未予规定，《越南民法典》第 683 条、《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1014 条则有规制。基于
生存权优先以及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遗产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 合理的丧葬费用、遗产管理费用、
遗嘱执行费用等继承费用; 2) 被继承人生前欠缴的税款; 3) 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 4) 遗赠扶养协议与
继承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取得遗产的权利; 5) 受遗赠人取得遗赠的权利。当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遗产
债务时，同一顺序的债权按比例受偿。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即使遗产不足以清
偿债务和税款，也应在清偿前为其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瑒瑢 由于遗产管理费用、遗嘱执行费用是有助于遗
产债务清偿以及债权人公平受偿的费用，应优先受偿。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在遗
赠人或被继承人死亡前已履行了约定的扶养义务，其取得相应遗产的权利属于有对价的债权，基于权利

义务一致的原则，应优先受偿。遗赠属于无对价的债务，应当后于被继承人生前所负的债务受偿。至于
“双缺乏”继承人的必留份，并非遗产债务，而是遗产继承，故应遵循生存权优先的原则，为其保留必要
的遗产份额，而不能将其与一般继承人同等对待。遗产清偿顺序立法，在于债权的实现与继承权益的衡
平，既体现了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又保障了公共利益是最高原则。瑒瑣 即当你“要求社会如何尊重你的个
人自由，自己亦当如何尊重社会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过度泛滥的确会导致社会的
堕落。”瑒瑤因而，“公民不仅仅享有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公民必须具有责任意识和价值承担意识，必须具
有公共理性与公共品质，这是维系社会健康与和谐的根本。”瑒瑥

三、继承法的价值观照

《继承法》修正，并非仅是唯制度的，也是唯价值的。正如曼纽尔·康德所述: “我们不能指望一部
由品德优良的人士制订的宪法必定是一部好宪法，反之，因为有了一部好的宪法，我们才能指望出现一

个由品德良好的人士组成的社会。”瑒瑦宪法如此，继承法也如此。《继承法》修正承载着继承法的价值追
求与道德判断，展现着继承法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之分。
( 一)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兼顾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兼顾是当代继承法的价值取向之一。20 世纪末期，欧陆国家的民法典开始修
正“19 世纪所奉行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增加了社会价值取向，引入了权利滥用理论和诚实信
用、公平等一般条款，并加强了法官审查系争合同的内容和范围的权力”。瑒瑧 价值取向变化渗透于民法
范畴，也使继承领域面临价值抉择。产生价值抉择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继承权神圣不可侵犯。即在个人
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对继承权的尊重与维护，就是对人格的绝对尊重。继承权神圣不可侵犯，以私
法自治为原则。即“人总是生活在同他人的不断交往之中，每个人都需要私法自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
在自己的切身事务方面自由地做出决定，并以自己的责任处理这些事情。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
他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瑒瑨 二是继承权的社会必要限制。继承权虽为私权，但
继承权的极端自由行使，将会极度张扬个人主义，忽略群体主义，引发继承权滥用。为此，继承权的享有
与行使，必须合目的性和公正性，即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融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对
继承权的必要限制，源于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因为，“私法自治的本身隐含了不合目的性和有被滥用的
危险，因而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对私法自治提出批判的学者，主要是怀疑私法自治取得的效果是否具
有社会公正性。因为，给予一个人自由同时就意味着另一个人不自由，以所有权的一般行为自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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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权人行使其权利的范围内，他同时排除了他人对其所有物的使用”。瑒瑩 故在继承法领域倡导个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兼顾，是私法自治和私法自治限制的衡平产物。其主要内涵是: 国家和社会尊重和保护
每个自然人的继承权，但每个自然人必须尊重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兼顾
的宗旨，《继承法》须对相关制度进行理论创新。

1. 必留份与特留份的共存对私权自治的限制，体现于法定继承，也体现于遗嘱继承。其主要表现
是对完全遗嘱自由的限制，以保护他人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对完全遗嘱自由的限制，通过必留份或特留
份、保留份及应继份制度来实现。
“必留份，指遗嘱人用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时，必须为‘双缺乏’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它是我
国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必要限制，是确认遗嘱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之一”。瑓瑠 《继
承法》规定必留份，是为防止遗嘱人滥用遗嘱权利，损害“双缺乏”人的利益。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担
负着养老育幼的职能。自然人生前所担负的扶养义务，在其死亡后应用其遗产来继续履行。因此，将遗
产遗留给其家庭成员，特别是“双缺乏”人，是对“双缺乏”继承人的生活保障，也是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
益的有效协调; 是中华民族赡老育幼美德的实践，也是为国家、社会排忧解难的体现。大陆法系国家多
以“特留份”制度限制遗嘱自由的绝对行使。“根据法定继承主义，为保护继承人的利益而设，其意义即
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必须以其遗产的一部分，特留于继承人，不得自由处分。”瑓瑡“特留份制度起源于罗马
法，当初罗马人怀着良好愿望，把遗嘱当作保护亲权的一种手段，认为遗嘱是家长把财产遗留给近亲属

的一种最好的形式。只是后来，由于家长们滥用遗嘱权利的事情不断发生，在罗马法上才规定了特留份
制度。自罗马法确定这项制度以来，为后世所仿效，”瑓瑢并成为限制遗嘱自由、彰显社会本位观念、推进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有序发展的工具。“特留财产的计算方法有全体特留办法与各别特留办法两
种，结果不同。例如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中有一人丧失继承权时，依第一种办法，其特留份即归其他享
有特留份的继承人; 依第二种办法，则其特留份算入自由处分的部分，与其他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

无关。”瑓瑣

围绕遗嘱自由限制与利益衡平，立法例主要有三种: 一是仅规定必留份或必继份。《继承法》第 19
条规定了必留份;《俄联邦民法典》第 1149 条规定了“必继份”，以“保护特定范畴继承人的遗产必继份
权，限制遗嘱自由，避免遗嘱人的感情恣意”。瑓瑤 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述: 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是个人自由的
唯一限制。法治国家不意味着个人的绝对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以破坏别人的自由而修正。瑓瑥 对人的权
利和自由的保障是法治国家的精髓，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标准。瑓瑦

二是仅规定特留份。如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三是未对必留份与特留份做出规定。如英国、埃塞俄比
亚等。为兼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继承法》应规定特留份，即基于对必留份与特留份之共性与个性
的甄别，在完善必留份制度的同时，增加特留份制度，实现必留份与特留份的共存与互融。
首先，必留份与特留份的功能互补。必留份保障“双缺乏”继承人的生存权益，追求遗嘱自由与赡

老扶弱的统一; 特留份协调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追求遗嘱自由与人伦情怀的和谐。若仅有必留份制
度，可能导致特定继承人的继承权益落空，难以实现继承的形式正义; 若仅用特留份制度，可能引致双缺

乏继承人的生存权益削弱，难以实现继承的实质正义。只有必留份与特留份的共存与互补，才能实现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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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继承正义与利益和谐。
其次，必留份与特留份的制度协调。必留份与特留份并行，易引发制度之间的适用冲突与效力冲

突。《继承法》需解决冲突，规范协调机制: 一是明晰权利主体。必留份主体是“双缺乏”继承人; 特留份
主体是被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特留份主体的限定，吻合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顺应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二是明确必留份额和特留份额的计算方法。瑓瑧 三是界定制度适用的顺
序。即“既符合特留份又符合必留份的，优先适用必留份的规定。”瑓瑨四是规定不受特留份限制的情形，
以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凸显遗赠扶养协议优先于特留份适用的效力。瑓瑩 五是保障制度的衔
接。为实现必留份与特留份的继承，《继承法》应规定“扣减”和“生前赠与的撤销”。前者为“遗嘱继承
或遗赠超过可处分的遗产数额，致使必留份、特留份的数额不足的，可以请求扣减遗嘱继承或遗赠的相
应数额。”瑔瑠后者为“继承开始前二年内，因遗嘱人的赠与行为导致必留份、特留份遗产不足的，必留份、
特留份继承人可以在不足限度内请求撤销赠与并返还财产。但以对遗嘱继承或遗赠扣减后，仍不足为
前提。”瑔瑡

2. 债权与继承权的协调继承领域虽是私人领域，但却会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把公民
在私人领域的行动看作是没有公共影响力的，就会导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截然断裂，个体在私人领

域的为所欲为可能会导致对公共利益的危害。”瑔瑢为此，继承领域的权利协调与制度保障至关重要。而
良好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的福祉，也促进公共福祉; 不仅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公共利
益。”瑔瑣为均衡保护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继承法》应实现制度创新。
首先，规范继承开始的通知义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

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均不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无能力通知的，由负责处理被继承人
死亡事件的部门或基层组织通知。恶意隐瞒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继承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瑔瑤 继承开始的通知，有助于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时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对遗产分
割进行有效监督。
其次，保护遗产债权人的权利。《继承法》应赋予遗产债权人以救济权: 一是遗产禁止分割的保全

请求权。即“遗产债权人在债权没有得到清偿或继承人没有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向继承人、遗产管
理人或人民法院请求禁止分割遗产而首先用于清偿遗产债权。”瑔瑥该规定可弥补《继承法》的制度缺位，
确立先清偿债务、再继承遗产的伦理共识。二是遗产清算的请求权。为确保债权的公平受偿，《继承
法》应规定遗产清算程序，赋予债权人以遗产清算的请求权。即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未得到清偿的
债权人可以向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人民法院请求开始遗产清算程序。瑔瑦 “遗产继承与债权清偿，犹如
自由与秩序两个方面。”瑔瑧“只有当我们自觉地追求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并通过法律来加以保证时，才
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协调。”瑔瑨三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即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赠与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
交易，导致遗产不当减少，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瑔瑩 撤销权的赋予，既在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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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更在于确保债权实现的道义。继承人不仅要在良知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也要在法律面前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瑖瑠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
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瑖瑡

再次，维护利害关系人的权益。继承这一“生活的德性就是与人共处的德性，这不仅造福于个人，
也造福于公共的文明社会。这不仅是人性不断完善的基础，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伦理基础。”瑖瑢为实现
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障，《继承法》应增加相关规定: 一是遗产清单的异议权。即“对遗产清单有合理异
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由专业机构对遗产清单进行复核。异议不成立的由该利害关系人承担复核费
用。”瑖瑣对遗产清单的异议，可保障遗产无遗漏、无灭失，确保遗产范围的准确与固定，有助于利害关系人
的权利实现。二是遗产分割的效力。即遗产分割对其他继承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与共同继承人对遗产债
务承担的连带责任。借鉴《日本民法典》第 909 条、《韩国民法典》第 1012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2119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168 － 1169 条以及《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1097 条的立法设计，规定共
同继承人之间的相互担保责任，有助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防止继承人之间因分得的遗产瑕疵而导致的

实质不公; 规定共同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避免债权人之间因债

权清偿的方式瑕疵而导致的利益失衡。瑖瑤

( 二) 伦理关怀与资源配置的衡平

遗产继承，既体现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制约关系，也体现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伦理关怀

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资源配置。
1. 生存关怀与财富衡平自继承制度产生始，社会中人便对继承本质产生过无限追问，形成了不同

学说———意思说、家族协同说、死后扶养说、无主财产之归属说和共分说。瑖瑥 无论是意思说、家族协同
说，还是死后扶养说，均蕴涵着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关爱与扶养的伦理情感，承载着以血缘为基础的

身份关系在继承制度中的价值追求。《继承法》也应在生存关怀与财富平衡中寻找契合点。
首先，继承能力与胎儿应继份的保留衔接。继承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继承权利能力，只有具备继

承权利能力者，才能享有继承权。对此，《意大利民法典》第 462 条、《日本民法典》第 886 条、《俄罗斯联
邦民法典》第 1116 条、《法国民法典》第 725 条、《德国民法典》第 1923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2033 条、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834 条等均有规定。《继承法》应增设继承能力规定: “继承人应当是继承开始
时生存的自然人。但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是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的人。胎儿出生后视为自继承
开始时有继承能力。”为赋予人工生殖技术孕育出生的自然人以继承能力，协调其与其他继承人之间的
利益平衡，彰显生存关怀与公平正义，应规定“经被继承人生前同意，于继承开始后两年内通过人工生
殖技术孕育并出生的自然人，视为在继承开始时已生存。”瑖瑦对《继承法》第 28 条补充规定: “未保留胎
儿应继份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遗产中扣回。”瑖瑧

其次，扣减与生前赠与的撤销互补。遗嘱可以处分的遗产数额，应为遗产总额减去必留份和特留份
的数额。为确保必留份与特留份的继承，应明确扣减规则: 遗嘱继承或遗赠超过可处分的遗产数额，致
使必留份、特留份的数额不足的，可以请求扣减遗嘱继承或遗赠的相应数额。瑖瑨 该规定有助于弥补基于
遗嘱的死因处分而引致的遗产数额不足。关于生前赠与的撤销，《意大利民法典》第 555 条、《葡萄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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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 2168 － 2171 条、《日本民法典》第 1033 条均有规定。为防止遗嘱人通过生前处分财产的方式规
避必留份与特留份的规定，应赋予必留份与特留份继承人以生前赠与的撤销权，实现对遗产的保全。即
继承开始前二年内，因遗嘱人的赠与行为导致必留份、特留份遗产不足的，必留份、特留份继承人可以在
不足限度内请求撤销赠与并返还财产。但以对遗嘱继承或遗赠扣减后，仍不足为前提。对遗嘱人于继
承开始前二年内所为不合理低价的买卖行为，以相对人恶意为限，可行使第一款的权利。瑖瑩

2. 代际关怀与权益衡平代际关怀为“代际正义”或“代际公平”应有之意。作为可持续发展伦理的
一个维度，内涵有三: 一是将伦理关怀的对象由本代人扩展到后代人，将本代人之间的横向伦理关系延

伸至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纵向伦理关系。二是本代人要充分尊重后代人的权益，并自觉地为后代人
代言。三是祛除“本代中心主义”和“本代利己主义”，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与合理的代际道德规范。瑘瑠

基于代际关怀与权益衡平，《继承法》应完善制度设计。
首先，遗产的归入与扣除的自治。在遗产分割中实行归扣，源于罗马法，功能在于维护共同继承人

之间应继份的平衡，国外有非归扣主义和归扣主义两种立法例。关于遗产归扣，《日本民法典》第 903
条、《韩国民法典》第 1008 条有所规定，且以归入为一般规则，因意思表示而不归入为例外。《继承法》
无归扣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生前特种赠与的做法，而且在继承中
也有归扣的习惯。”瑘瑡其应基于不归入为一般规则、以归入为例外的立法精神，在尊重被继承人意思自治
的基础上，增加归扣规定:“继承开始前，晚辈继承人因结婚、分家、营业、教育、生育等事项，接受被继承
人生前赠与的财产，依据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思表示或者风俗习惯，属于提前处分遗产的，应当按照赠与

时的价值归入遗产计算价额。赠与的价额在遗产分割时应当从该继承人的应继承数额中扣除。但超过
应继承数额的部分不必返还。”瑘瑢

其次，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并存。关于代位继承，素有“代表权说”和“固有权说”。“代表权说”，即
代位继承是代位继承人取代被代位人的法律地位，行使被代位人应有的权利，取得被代位人应继承的遗

产份额。“固有权说”，即代位继承权是法律赋予代位继承人独立固有的权利，该权利不以被代位人“权
利”的得丧变更为转移。瑘瑣 围绕代位继承，《继承法》第 11 条、《法国民法典》第 744 条采代表权说;《德国
民法典》第 1924 － 1926 条、《瑞士民法典》第 457 － 459 条采固有权说。为实现代际关怀与权益平衡，
《继承法》应采纳固有权说，即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丧失继承权或者放弃继承权的，由被
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瑘瑤 关于转继承，《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56 条、《埃塞俄比亚
民法典》第 833 条予以确认和保护;《继承法》未作规定。为解决继承纠纷，《继承法》应规定转继承。即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
人。瑘瑥 由于代位继承的主旨是为保护被代位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的代位继承权; 而转继承的主旨是
为保护被转继承人的继承人的继承权，且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继承人的范围、适用的情形与规则等均有
不同，故代位继承与转继承可以分别规制，以保护不同继承情形中的继承人的权益。
总之，人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依据个人意愿来处理财产和遗产，具有人性的自然根据，符合自身

的合理性和独特价值。然而，人又是社会的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故处理遗产又成为关涉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有全面实现继承法的价值，才能公平地协调继承关系，使继承关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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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平等与互惠的观念，提升继承关系当事人乃至社会中人的生存质量与人格尊严。为此，《继承法》
必须担负起协调私益与公益、关怀与资源、公平与正义的功能，实现分配正义和人文关怀。同时，以人格
平等为基点，解决基于身份差异而引发的财富配置不均的矛盾，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价值补偿与身份补

偿。即“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
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瑘瑦否则，就应该“强调社会有权利对来自
自然资质和天赋才能的东西进行安排，要求那些先天有利的人只能在改善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

们的幸运中去获利，强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的安排要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要求社会要更多地关

注那些天赋低和出身不利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这是较为合理的平

等观。”瑘瑧

Abstract: The Amendment of Inheritance Law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resulting from social development，
perception transformation，inheritance need and moral evaluation. Endeavoring to realize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rough a scientific，rigorous，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design，the
amendment of the Law adopts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in highlighting inheritance aim，extending bequest
scope，enriching testament forms，widening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ways， improving inheritance order，
perfecting discretionary right of legacy claim，regulating deprivation of heritage portion，adding legacy-support
agreements，consummating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tipulating legacy liquidation order，etc. Furthermore，
the amendment also manifests the Law's value orientation，which takes both the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into account，and balances the ethics care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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